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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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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分批次、分地区进行的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 277 个城市 2003—2017 年面板数

据和双重差分模型,对低碳城市建设影响低碳技术创新的效应与机理进行系统经验考察。研究发现:(1)自上而下指

定产生、试点单位以省为主的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并未有效促进低碳技术创新,而自下而上申报遴选、试点单位以

城市为主的第二批试点则显著推动了低碳技术进步;(2)政策效应机理是加大政策性研发补贴支持力度,而增加研发

从业人员数量和提高经济集聚程度的传导机制并不明显;(3)环境规制、城市规模和资源禀赋均具有调节作用,对于

环保重点城市、“两控区”城市、碳交易试点城市、规模较大城市和资源丰裕程度较低的城市而言,低碳城市建设

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促增作用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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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贸易开放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并带来显著的城市化效应,1978—2018年 40 年间城市化率由17.92%快速提升

至 59.58%。城市化推进产生了集聚效应,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但也加剧了生产要素的拥堵效应。一方面,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基

础设施承载,客观上推动了钢铁、水泥、煤炭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扩张,引发环境污染问题[1-2]。另一方面,城市生产模式和生活

方式带来了高度集中的能源消耗,使城市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空间载体。2015 年,中国城市居民电力、汽油、天然气消费量

分别达到农村居民的 1.3 倍、3 倍、60 倍,不到 60%的城市人口贡献了超过 85%的能源消费[3]。随着碳强度升高,热岛效应、交通

拥堵、空气污染和资源紧缺等城市病不断凸显,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已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市发展模式被列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

要坚持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规划理念,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着力解决城市病。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提高

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城市规划设计和治理能力,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在上述背景下,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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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不仅能更好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也有利于科学指导城市化推进的模式选择和时序安排。 

作为一种绿色环保、紧凑集约的城市发展模式,低碳城市(Low carbon city)能够通过培育低碳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使用

清洁能源和推广可持续交通等手段,改善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的耦合关系,推动低碳绿色转型[4-5]。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发改委先后在 2010、2012 和 2017 年分 3 批启动了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目的是通过先期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

碳排放脱钩的可行模式,进而为全域节能减排与绿色发展提供经验支持。 

目前,学界对低碳城市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①通过跨学科、多领域的思辨性探讨,系统总结低碳城市的内涵、建设模式和政

策手段;②运用实证手段对低碳城市试点绩效进行评价,量化评估低碳城市的外部效应[6-8]。值得强调的是,尽管现有研究对低碳城

市建设的能源、环境和经济效益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考察,但少有研究关注到低碳城市建设如何影响创新活动,尤其是尚未揭

示低碳城市建设影响低碳技术创新的效应与机理。事实上,就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和加快经济绿色发展而言,

低碳技术创新均具有前瞻引领的基础性作用。因此,系统合理地考察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低碳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兼具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 

本文将中国 2010 年开始分地区、分批次试点的低碳城市视为准自然实验,以 CPC-Y02 分类标准的每万人低碳专利申请量作

为低碳技术创新的度量指标,使用 2003—2017年中国 277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就低碳城市建设对低碳技术创新的

影响及其机制进行经验考察。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 3 个方面:①从研究视角看,首次准确评估了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低碳技术

创新驱动效应,并从人力资本、经济集聚、研发补贴等角度廓清了低碳城市建设影响低碳技术创新的逻辑过程,为政府实施绿色

低碳城市规划和引导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②从政策评价角度出发,比较了自上而下指定与自下而上申报两种试点产生

方式的政策效应,论证了渐进式增量改革过程中完善“试点—扩散—推广”多重嵌套试点示范机制的必要性,在公共政策过程和

政策创新扩散领域具有重要文献贡献;③数据指标方面,依据欧洲专利局(EPO)与美国专利局(USPTO)联合公布的合作专利分类系

统(CPC)中减缓气候变化技术(CCMTs)的分类号,通过整理城市层面低碳专利数据度量低碳技术创新,为低碳创新主题研究提供了

有益借鉴。 

1 政策背景与文献综述 

1.1 政策背景 

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2018 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占全球 27.2%。与此同时,中国长期致力于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方式,寻求

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珠联璧合”的双赢路径,避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被“高碳锁定”,并确定了阶段性碳减排目标。在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承诺 2020 年将碳排放强度较 2005 年降低 40%～45%;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发布的《强化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国提出 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 2005 年下降 60%～65%的目标。 

城市既是温室气体排放与环境污染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基本行政单元。为推动落实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中国开始分批次、分地区探索试点低碳城市建设。2010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

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首先在广东、辽宁、湖北、陕西等省份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等城市开展试点工作。第一批

试点区域的碳排放总量约占全国的 54.16%,推进方式以省为主、城市为辅,由试点地区自主编制低碳发展规划,探索先行经验。

2012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二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立石家庄、秦皇岛等

28 个城市为第二批低碳城市试点,由于第一批试点省份面积过大,导致开展不便,第二批试点推进以城市为主,并进一步建立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制。2017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

定在 45个城市(区、县)开展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鼓励更多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低碳绿色发展的经验模式,并在前期工作任务基础

上,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目标考核制度,要求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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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低碳城市试点工作仍然遵循“试点—扩散—推广”的多重嵌套试点示范机制,但不同批次的产生方

式并不相同[9]。具体而言,第一批试点产生方式属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指定,第二批和第三批试点产生则增加了自主申报和专家评

审环节,综合考虑前期工作、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和区域代表性确定,属于地方政府自下而上自主申报。 

尽管低碳城市建设意在推动城市低碳绿色转型,但并不一定产生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应然结果,这是由政策属性和客观条件

共同决定的。一方面,与经济领域的其它政策试点相比,低碳城市政策兼具弱激励和弱约束两种政策属性,实际效果可能相当有

限。在以往的渐进式增量改革试点过程中,中央政府会为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但在低碳城市试点过程中,除

少数基础能力建设项目配套专项资金外,国家发改委并未向地方提供财政资源和倾斜政策,对试点城市激励有限,因此低碳城市

建设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重视程度和财政投入力度。同时,国家并未设置具体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度和考核办法,因此也

无法对地方政府开展低碳城市建设进行有力约束,难以督促市场主体进行绿色研发投资,诱发低碳技术创新
[10]

。另一方面,试点实

际效果依赖于试点城市的创新环境和经济基础。例如,对于深圳、杭州等东部地区城市而言,低碳城市建设助推低碳技术创新的

成效明显;对于西北、云贵川和晋陕蒙等地区城市而言,低碳城市建设缺乏资金投入,促进低碳技术进步的效果并不明显[11-14]。 

表 1低碳城市试点名单 

试点批次 时间 试点名单 遴选方式 

第一批 2010 年 7月 
5 省: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 8市: 

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 
指定(非公开遴选) 

第二批 2012 年 11 月 

3 省(直辖市):北京市、上海市、海南省 26市(地区):石家庄市、 

秦皇岛市、晋城市、呼伦贝尔市、吉林市、大兴安岭地区、 

苏州市、淮安市、镇江市、宁波市、温州市、池州市、南平市、 

景德镇市、赣州市、青岛市、济源市、武汉市、广州市、 

桂林市、广元市、遵义市、昆明市、延安市、金昌市、乌鲁木齐市 

申报+遴选 

第三批 2017 年 1月 

45 市:乌海市、沈阳市、大连市、朝阳市、逊克县、南京市、 

常州市、嘉兴市、金华市、衢州市、合肥市、淮北市、黄山市、 

六安市、宣城市、三明市、共青城市、吉安市、抚州市、济南市、 

烟台市、潍坊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郴州市、中山市、柳州市、三亚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成都市、玉溪市、普洱市思茅区、拉萨市、安康市、兰州市、敦煌市、 

西宁市、银川市、吴忠市、昌吉市、伊宁市、和田市、第一师阿拉尔市 

申报+遴选 

 

1.2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主要从 3 个方面量化评估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①研究低碳城市的环境效益,证实低碳城市建设不仅有助于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城市碳强度
[13-14]

,还能促进空气污染防治,改善生态效率,增进居民健康福利
[15-17]

;②测度低碳城市建设对能

源强度的影响,该类研究稳健地发现,低碳城市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电能消费强度,加快实现经济增长与高能耗的解耦脱

钩[18-19];③实证分析低碳城市的经济效应,发现低碳城市不仅能促增碳生产力,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实现绿色发展[20],还可以通过财

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低碳化和服务化方向升级[21]。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部分文献尝试识别低碳城市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如李林红等[22]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发现低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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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加其知识产权数量;逯进和王晓飞[23]以城市创新指数和创业指数作为技术创新的度量指标,

发现低碳城市建设通过增加科技人才数量和政策性研发投入以及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章文光和马振涛[24]

基于案例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推动了地方政府在规划体系、组织架构、社会参与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不难发现,尽管少数研究就

低碳城市建设影响创新活动开展了实证分析,但对低碳城市建设影响低碳技术创新的效应和机理尚未提供稳健的理论解释与实

证检验,从而难以科学评估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 

1.3 机制分析 

基于现有文献和经济逻辑,本文认为低碳城市建设对低碳技术创新具有促增效应,并存在以下机制途径:首先,规模集聚效

应。低碳城市建设可以放缓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抑制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加速经济要素向心集聚,推动城

市形态朝着紧凑集约型模式发展,进而通过强化技术溢出、知识共享和要素匹配实现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诱致低碳技术创新[25]。

其次,资金配置效应。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契合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需求。具体而言,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科技支出规模、加大研发补贴力度等,实施政策性、偏向性科技政策,激励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提高研发

创新效率,从而推动低碳技术进步[26]。最后,人力资本效应。低碳城市建设将引领城市经济绿色转型,加速污染密集型、高耗能产

业淘汰,并驱动制度安排和产业结构相应调整,创造高知识、高技能劳动需求,倒逼地方政府完善招才、引才和用才机制,推动科

技人才队伍壮大和劳动力质量提升,从而为低碳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图 1低碳城市建设推动低碳技术创新的途径机制 

2 模型与数据 

2.1 模型选择 

中国自 2010 年以来分批次、分地区探索建设低碳城市的政策实践,为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低碳试点城市建设的低碳创新

驱动效应构造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参照刘瑞明和赵仁杰[27]的处理方式,本文将低碳试点城市获批建设当年及以后的政策虚拟变

量项 LCC赋值为 1,获批之前赋值为 0,具体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 

 

其中,i、t分别表示第 i个城市和第 t年;被解释变量 lowcarinnoit为城市每万人低碳专利申请量;Χit为城市特征控制变量,

包括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城市规模、政府干预和环境规制。γ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i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β1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其符号正负和数值大小反映了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作用方向及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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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低碳技术创新。低碳技术创新度量参照技术创新的 3类衡量指标:R&D、专利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表征投入、产出和绩效。

然而,受限于数据,R&D 和全要素生产率均难以准确度量低碳技术创新。一方面,R&D 数据无法细分至低碳技术领域;另一方面,尽

管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测度技术效率,但不能有效识别低碳特征。专利作为低碳技术创新的度量指标具有天然优势,具体而言,专利

数据按其技术领域归类,每一条专利申请都有相对应的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可将专利划归至详细技术小类,从而精准识别低碳

技术创新活动,排除其它类型技术创新活动干扰。 

为合理测度城市低碳技术创新水平,本文进行以下处理:①依据欧洲专利局(EPO)与美国专利局(USPTO)联合公布的合作专利

分类系统(CPC)中减缓气候变化技术(CCMTs)编码,检索 Y02 分类(包含建筑业、温室气体处理、能源、商品生产与处理、交通、

污水与污染物处理6类)的专利数量,以此度量低碳技术创新;②考虑到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往往耗时1～3年,选择申请量能及时准

确反映城市创新活动;③考虑到规模较大城市往往会产出更多专利数量,以专利申请总量有偏估计城市创新水平,因此采用每万

人专利申请量进行衡量。最终,选择城市当年每万人低碳专利申请量表征城市低碳技术创新水平。此外,按专利技术含量高低划

分,发明专利技术水平最高,实用新型专利次之,外观设计专利最低。本文主要考虑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并以发明专利与实

用新型专利之和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3个指标,分别在总体、质量和数量 3个维度衡量低碳技术创新。 

(2)核心解释变量。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开展第二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

作的通知》中的城市名单,结合低碳城市批复建设时间进行赋值,最终得到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虚拟变量 LCC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它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6个影响低碳技术创新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lnpergdp),采用城市当年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元)的自然对数测度;②产业结构(industry),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征;③对外开放

程度(fdipro),以经过中间汇率转换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④城市规模(lntotalpeo),以城市

当年常住人口数量(万人)的自然对数测度;⑤政府干预,以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⑥环境规制(er),采用各城市工业总产

值与工业粉尘、废水及二氧化硫 3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数据构造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本文采用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来自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以“CPC-Y02分类号+申请地所在城市”的指令检索。其它指标数据

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涉及到货币价值的经济变量

均以 2002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查阅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使用插值法的方式进行填补。 

3 实证结果 

3.1 基准回归 

本文对自上而下指定和自下而上申报两种试点产生方式的政策效应进行比较分析。不同批次低碳城市试点效果具有明显的

异质性。具体而言,第一批试点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该批次低碳城市建设并未推动低碳技术创新;第二批试点的估计系

数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发明专利的激励效应大于实用新型。这说明自上而下的政策试点旨在通过先试先行实践探索,在

政策空白领域探索可复制经验,往往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目标约束和行为指引,其试点绩效存在不确定性;自下而上的政策



 

 6 

试点旨在完善先试先行的经验举措,形成扩散辐射的示范效应,往往能实现试点预期目标。以上发现不仅证实了构建经济增长与

资源、能源消耗解耦脱钩的城市发展模式,有利于实质性诱发低碳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绿色转型,也表明在中国经济渐进式增量改

革和公共政策创新扩散过程中,应重视完善“试点—扩散—推广”多重嵌套试点示范机制。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现阶段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和城市规模提升,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强化知识共享和要素匹配,

促增低碳技术创新;经济粗放型发展阶段,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污染引进现象,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污染避难所”效应,对低碳技

术创新产生锁定效应和挤出效应;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过度政府干预推高了企业环境遵循成本,挤出了绿色研发投入,因而无

法引导和激励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 

3.2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获得无偏估计,依赖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前不存在时间趋势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为更严

谨地证明以上结论的稳健性,并具体刻画政策冲击在不同时段的影响,本文借鉴 Jacobson 等[28]提出的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Approach),对动态效应进行考察,具体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LCCi,t-j表示低碳城市试点实施前后第|j||j|年的哑变量,当处理组城市 i 处在试点批复第(t−i)(t-i)年时,该值取 1,

反之为 0。具体地,本文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前后各 5 年的政策效果,如表 2 所示。在低碳城市试点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

趋势检验。分批次看,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并未实现低碳技术创新驱动效应,而第二批低碳城市建设则促进了低碳技术创新,且随

着时间推移,政策效应逐渐增强,这进一步提高了上文结论的可信度。 

表 2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第一批试点 第二批试点 

 
Y02 Y02 

before_5 -0.105 -0.072 

 
(-1.331) (-0.962) 

before_4 -0.073 -0.068 

 
(-0.972) (-0.749) 

before_3 -0.072 -0.006 

 
(-1.035) (-0.062) 

before_2 -0.056 0.151 

 
(-0.855) (1.080) 

before_1 -0.002 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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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1.025) 

current 0.045 0.280 

 
(0.770) (1.405) 

after1 0.085 0.386 

 
(1.242) (1.632) 

after2 0.077 0.387 

 
(1.186) (1.644) 

after3 0.012 0.488* 

 
(0.229) (1.786) 

after4 -0.043 0.537 

 
(-0.911) (1.583) 

after5 -0.055 0.610* 

 
(-1.304) (1.824) 

_cons -15.103*** 7.928 

 
(-2.811) (1.345)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Obs. 3795 3165 

R-squared 0.428 0.394 

 

3.3 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处理PSM-DID。 

为消除样本选择偏差,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城市规模、国有干预程度和环境规制作为协变量,

在倾向得分匹配(PSM)基础上使用 DID方法估计政策处理效应。由表 3可知,经过PSM 处理后的回归结果仍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即第一批低碳试点城市并未实质性推动低碳技术创新,而基于科学论证、合理布局的第二批试点则取得了显著的低碳创新驱动效

应。 

(2)剔除弱内生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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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试点的选取并非随机,而是参照城市等级、经济水平和区域代表性等因素进行选择,这些城市特征会潜在影响研究

结论的稳健性。例如,直辖市、省会城市往往集聚了更多经济要素和创新资源,因而具有更高的低碳技术创新水平。为排除这一

竞争性假说,确保低碳技术创新驱动效应是由试点政策本身引致,而不受其它因素干扰,本文分别剔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样本。 

(3)缩短事件窗口。 

考虑2008 年部分省区推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和2017 年批复设立第三批低碳试点城市的潜在影响,本文将相关时间样

本剔除。 

(4)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城市当年低碳技术创新的专利申请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无论采用何种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均与前文基本

一致。 

4 拓展性分析 

4.1 机制检验 

前文研究表明,只有科学选址布局、试点容量合理的第二批低碳城市试点具有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进一步,本文

选取城市建设用地占比(citylandpro)、地方财政科技支出(lnscitec)和科技从业人员数(lnrdemploy)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

征规模集聚效应、资金配置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以检验低碳城市建设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潜在机制。 

表 3稳健性检验:PSM-DID估计结果 

 
Variable Mean Control Mean Treated Diff. |t| Pr(|T|>|t|) 

第一批试点 Y02 0.127 0.130 0.003 0.20 0.8417 

 
invention 0.072 0.066 -0.006 0.62 0.5361 

 
practical 0.055 0.064 0.009 1.31 0.1904 

第二批试点 Y02 0.268 0.311 0.043 1.70 0.0893* 

 
invention 0.157 0.195 0.038 2.27 0.0233** 

 
practical 0.111 0.116 0.004 0.50 0.6178 

 

表 4结果显示,资金配置效应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规模集聚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系数则不显著。这表明,低碳

城市建设有助于抑制城市无序蔓延,推动城市形态朝着紧凑集约型方向发展,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实现低碳技术创新,但这

种影响相当有限。同时,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加大政策性研发补贴力度,将有力强化产学研平台和创新孵化基地建设,吸引企

业开展清洁、绿色和低碳技术创新,从客观上推动低碳技术进步。此外,低碳城市建设将引领城市经济绿色转型,驱动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创造高知识、高技能劳动需求,从而增加研发从业人员数量,为开展低碳技术创新铺垫人才基础。 

4.2 异质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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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规制。 

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或采用创新性技术
[29]
。因此,低碳城市建设能够使高污染、高耗能

企业面临严格的环境约束,使其为降低治污成本、提高利润而被迫进行技术创新。但事实上,这种倒逼效应的实现依赖于地方环

境行政水平和环境司法效率[30]。具体而言,如果低碳试点城市被列为环保重点城市、“两控区”和非资源型城市,则环境行政和

司法体制更健全,环境规制执行更为严格,那么试点政策会更有效地落地推进,绿色发展理念对制度安排、资源配置的指导作用更

强,从而引导企业增加节能减排领域的技术研发投资。由表 5 可知,环保重点城市、“两控区”城市和碳交易试点城市低碳技术

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这表明,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区域规划与环境政策具有“珠联璧合”的协同效应。 

表 4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citylandpro scitecpro rdemploy 

LCC -0.400 0.048** 0.369 

 
(-0.344) (2.181) (1.183) 

lnpergdp 6.874* 0.078 -2.805 

 
(1.891) (0.676) (-1.171) 

industry 0.007** 0.000* 0.005* 

 
(2.071) (1.759) (1.667) 

fdipro -0.074 -0.008
***
 -0.034 

 
(-0.804) (-3.168) (-1.500) 

lntotalpeo -5.619 0.424** 2.433* 

 
(-1.174) (1.993) (1.748) 

fiscalpro -0.026 0.001 -0.012* 

 
(-1.268) (1.173) (-1.686) 

regulation -0.023 0.005** 0.022 

 
(-0.262) (2.050) (0.959) 

_cons -22.365 -3.189** 11.834 

 
(-0.485) (-2.164) (0.737)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Obs. 3165 3165 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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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quared 0.028 0.315 0.102 

 

(2)城市规模。 

一般而言,城市化实现了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并通过要素匹配、技术溢出和知识共享诱发创新活动[31]。因此,规模较大、人

力资本丰富的城市往往更能把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机遇,实现低碳技术创新。进一步,本文依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

标准的通知》,对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分类讨论。由于超大城市、小城市样本较少,本文将其与特大城市、中等城市进行合并

处理。由表 6 可知,低碳城市试点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边际助推效应随城市规模提高呈现出边际递增趋势。这表明,对于规模较大

的城市而言,低碳城市建设能够更有效激励引导其利用经济要素和创新资源实现低碳技术创新;对于人力资本较少、研发投入力

度支持有限的中小城市而言,其更倾向于低碳技术集成应用,因此创新驱动效应并不显著。 

(3)资源丰裕程度。 

“资源诅咒”理论表明,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不会必然带动地区繁荣发展,反而可能因其挤出效应拖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
[32]
。因此,对于自然资源较为丰裕的城市而言,低碳城市建设激励低碳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可能较弱。为验证这一设想,本文将样

本划分为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 3 类进行检验。由表 7 可知,随着城市资源丰裕程度提高,低碳城市建设

的政策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规律特征。这一事实表明,自然资源丰裕程度越高,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资源开采部门与技

术研发部门之间配置扭曲程度越严重,资源开采活动对低碳技术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也更严重。因此,资源丰裕对低碳城市建设

影响低碳技术创新具有一定负向调节作用。 

表 5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保重点 非环保重点 两控区 非两控区 碳交易试点 非碳交易试点 

LCC 0.586** 0.196 0.494** 0.452 0.369** 0.489* 

 
(2.045) (0.935) (2.578) (0.976) (2.397) (1.884) 

lnpergdp -2.586
**
 -1.187

*
 -2.073

***
 -1.550 -1.305 -1.785

***
 

 
(-2.137) (-1.766) (-3.059) (-1.225) (-0.909) (-2.613) 

industry 0.004 0.001 0.003** 0.003 0.005 0.003 

 
(1.285) (0.854) (2.615) (0.937) (1.466) (1.310) 

fdipro -0.041 -0.002 -0.076** -0.008 0.000 -0.042* 

 
(-1.122) (-0.118) (-2.455) (-0.416) (0.017) (-1.677) 

lntotalpeo 1.801*** 0.211 1.707*** 0.607 -1.437 1.346*** 

 
(2.896) (0.508) (3.230) (0.878) (-0.525) (3.011) 

fiscalpro -0.065*** -0.007* -0.041*** -0.008 -0.155*** -0.017** 

 
(-3.305) (-1.837) (-4.572) (-1.559) (-6.395) (-2.248) 



 

 11 

regulation 0.043 0.004 -0.014 0.020 -0.019 0.019 

 
(1.585) (0.320) (-0.555) (1.137) (-1.062) (1.058) 

_cons 14.012 9.327* 9.404 10.253 22.409 8.403 

 
(1.069) (1.891) (1.435) (0.986) (1.044) (1.330)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 1275 1890 1650 1515 180 2985 

R-squared 0.499 0.339 0.551 0.267 0.800 0.379 

 

表 6城市规模的调节作用 

 
(1) (2) (3) 

 
超大、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 

LCC 0.909*** 0.561** -0.267 

 
(2.743) (2.338) (-0.635) 

lnpergdp -1.039 -1.699*** -2.439 

 
(-1.320) (-2.717) (-0.621) 

industry 0.007 0.003* -0.002* 

 
(1.526) (1.696) (-2.195) 

fdipro -0.077
**
 -0.060

***
 0.019

*
 

 
(-2.279) (-2.984) (1.960) 

lntotalpeo 1.289 1.698*** 0.130 

 
(1.111) (3.617) (0.169) 

fiscalpro -0.007 -0.016** 0.023 

 
(-0.789) (-2.200) (0.691) 

regulation 0.013 0.018 0.040 

 
(0.535) (0.975) (1.151) 

_cons 0.715 5.334 2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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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912) (0.627)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Obs. 1215 3000 165 

R-squared 0.466 0.409 0.616 

 

表 7资源丰裕程度的调节作用 

 
(1) (2) (3) 

 
非资源型城市 资源型城市 资源枯竭型城市 

LCC 0.717** 0.075 -0.024 

 
(2.432) (0.593) (-0.233) 

lnpergdp -2.144** -1.177* -0.396 

 
(-2.103) (-1.697) (-0.844) 

industry 0.003 0.000 -0.000 

 
(1.188) (0.551) (-0.184) 

fdipro -0.035 0.002 -0.015 

 
(-1.065) (0.086) (-0.694) 

lntotalpeo 1.169 0.984
*
 0.011 

 
(1.579) (1.876) (0.067) 

fiscalpro -0.016 -0.013** -0.013** 

 
(-1.422) (-2.254) (-2.482) 

regulation 0.028 -0.024 -0.058 

 
(1.345) (-1.301) (-1.419) 

_cons 12.586 5.205 3.779 

 
(1.097) (1.023) (0.864)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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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 1785 1380 555 

R-squared 0.456 0.327 0.498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有效治理城市病,推动城市从高速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加快构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空间单元载体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廓清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有助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推进模式,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加快经济绿色转

型。鉴于此,本文以2003—2017 年中国 277个城市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低碳城市建设对低碳技术创新

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①自上而下指定、试点单位以省为主的第一批试点并未有效促进低碳技术创新,而自下而上自

主申报、试点单位以城市为主的第二批试点则显著推动了低碳技术创新;②低碳技术创新驱动效应的作用机理是政府增加科技支

出规模和加大偏向性研发补贴支持力度,而增加研发从业人员数量和提高经济要素集聚程度的传导机制并不明显;③环境规制、

城市规模和资源丰裕程度均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对于环保重点城市、“两控区”城市、碳交易试点城市、规模较大城市和资源丰

裕程度较低的城市而言,低碳城市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尤为显著。 

低碳城市建设具有低碳技术创新驱动效应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绿色低碳、紧凑集约的城市发展模式以

及完善多层嵌套试点示范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在低碳城市试点过程中,中央政府应着力完善“试

点—扩散—推广”的多重嵌套机制设计,特别是要在科学评估和合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试点产生方式和试点容量大小,确保经

验模式能够被系统提炼和扩散推广。同时,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加强低碳城市试点专项资金支持,完善碳排放控制责

任考核和统计核算体系,倒逼地方政府有效落实低碳城市建设要求。其次,地方政府应强化低碳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考量,

不仅要因势利导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利用研发补贴引导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更要注重完善绿色低碳的市场化机制,加

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宜居环境,加快经济要素空间收敛,利用集聚效应和

规模经济诱发低碳技术创新,推动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最后,考虑到环境规制、城市规模和资源丰裕程度的显著调节作用,各级

政府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因势利导、合理施策,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和区域规划的协同互补效应。具体而言,一是

要完善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社会参与型等环境规制体系,提高环境行政水平和环境司法效率;二是要深化体制改革,放宽落

户限制,加快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强化技术溢出、知识共享和要素匹配,丰富低碳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三是要推动资源型城市

摆脱“黑色惰性”发展的路径依赖,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加快实现低碳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 

本文基于政策过程视角,定量评估了中国低碳城市建设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发效应,并从作用机制和城市区位两个方面进行

拓展性分析,丰富了相关领域文献。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①虽采用 CPC-Y02 分类清单准确识别了低碳创新活动,并对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进行了分类讨论,但未对建筑业、能源、交通等子类进行检验,尚未廓清对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影响;②尽

管证实了低碳城市建设的正向创新驱动效应,但并未从空间关联视角出发,进一步检验其溢出效应及辐射半径;③创新活动是系

统工程,其动力机制相当复杂,本文仅从规模集聚、资金配置和人力资本 3个经济链条进行实证检验,其它潜在路径仍有待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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